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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

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及其国际解决方案

霍政欣　 陈　 静∗

摘　 要: 国际商事仲裁实践表明, 单边经济制裁的广泛运用直接影响了国际商事合同的

履行, 引发了大量国际商事争议, 显著增加了仲裁协议效力、 法律适用、 仲裁程序推进以及

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事项的不确定性。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快捷高效、
独立公正、 裁决易于执行等优势正在遭受侵蚀。 单边经济制裁天然具有国际性, 仅依靠国家

层面的自我克制或国内立法无法从根本上减少其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的影响, 现行国际

商事仲裁立法也缺乏针对性措施。 鉴于此, 有必要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尽快启动国际立

法, 针对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冲击提出国际解决方案。 从当前国际立法实践

来看, 促请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牵头, 就减小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影响

问题启动国际立法是可行路径。 中国率先提出启动相关国际立法方案, 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

际话语权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 也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 单边经济制裁　 国际商事仲裁　 多边主义　 国际立法　 中国方案

引　 言

近年来, 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美国等西方国家频频利用单边经济制裁推进外交政策, 其

限缩或禁止交易、 管制金融资金流通等制裁措施, 会直接影响国际民商事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义

务。 为保护本国国家、 公民、 企业利益, 一些国家制定了 “阻断法” 以反制外国制裁。 经济制

裁和反制裁的双重夹击, 对被制裁国经贸活动造成巨大影响, 也给国际规则和多边体制带来不确

定性。①

目前, 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但现有研究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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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视角和实践分析制裁对商事仲裁各环节产生的影响。① 中国有学者对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制裁

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② 也有学者就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做了梳理,③ 但大多聚焦于

制裁对仲裁造成的客观影响及学理分析, 针对如何有效减小制裁对仲裁制度影响展开的理论研究

和具体方案的提出尚付阙如。 鉴此, 本文首先围绕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 4 个核心问题产生的影

响展开分析, 即制裁对仲裁协议效力和可仲裁性、 实体法律适用、 仲裁程序的进行以及裁决承认

和执行的冲击和影响,④ 进而得出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影响具有全面复杂性, 仅

从各国国内法层面无法进行有效应对的结论。 无论国际格局如何演变, 维护国际商事秩序的稳定

和繁荣始终是各国的共同需求和利益。 因此, 本文认为, 有必要在国际法层面提出一种可行的解

决方案。 中国可积极促成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下文简称联合国贸法会) 牵头, 就减小

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的影响问题启动国际立法。 本文就此国际立法提出具体案

文建议。

一　 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协议效力和争议可仲裁性的影响

制裁对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的最初影响往往是容易确定的: 制裁直接或间接地使履约变得困难、
无利可图或不可能,⑤ 大量国际商事争议由此产生。 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首要前提是存在有效

的仲裁协议, 但这并不是确定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唯一考量因素,⑥ 涉及制裁的争议是否具有

可仲裁性同样至关重要。 鉴于此, 下文就制裁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与争议可仲裁性的影响展开分析。

(一) 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影响

依据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 当事人为受制裁方或因制裁措施的适用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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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并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有效性。① 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 如对当事人是否有签订此类协议的法

律能力产生争议, 原则上应适用该方当事人的属人法解决争议; 如果争议涉及仲裁协议本身的效

力或范围, 则应适用当事人选定的法律; 在当事人没有确定准据法时, 一般应根据仲裁地法确

定。② 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 支持涉及制裁的仲裁协议有效的立场构成主流做法。 如在乌克兰最

高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一方当事人认为根据乌克兰制裁法, 主合同因违背乌克兰公共政策无

效, 仲裁协议亦应无效。 乌克兰最高法院对此明确, 争议合同是否违背乌克兰制裁法和基本公共政

策的问题应交由仲裁解决, 以落实当事人意思自治。③ 美国、 欧盟案例通常也呈现类似观点。④

但是, 个别国家采取了相反做法。 为应对和反制西方制裁, 《俄罗斯联邦商事诉讼法》 修正

案赋予俄罗斯商事法院对涉及受制裁俄罗斯个人和实体案件的专属管辖权。⑤ 该法第 248. 1 条规

定, 如果当事人约定可在俄罗斯之外通过法院或仲裁解决争议, 但对俄罗斯当事人的制裁导致其

寻求司法救济遇到障碍, 则该仲裁或法院选择条款失效, 受制裁的俄方当事人可以向俄罗斯法院

申请禁诉令或者禁止仲裁令, 禁止对方当事人在外国提起诉讼或仲裁, 争议由俄罗斯法院专属管

辖。 这意味着, 受制裁的俄罗斯当事人能够脱离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 对方当事人则被禁止提起

仲裁, 而不论其参与仲裁是否受到实际影响或者缺乏参与仲裁的能力。⑥ 事实上, 俄罗斯上述规

定并不能限制外国仲裁机构受理案件, 另一方当事人仍可依据仲裁协议, 在其他国家提起仲裁。
尽管俄罗斯的实践可以被视为其在遭受制裁这一特殊国际环境下的 “法律应激反应”, 对国际

商事仲裁的长期和整体影响有限, 但其举措在理论上冲击了国际商事法律行为以及国际商事仲裁的

基石——— “意思自治”, 亦可能引发平行诉讼等问题, 使涉及制裁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更加复杂。

(二) 对争议可仲裁性的影响

严格来说, 可仲裁性应限于何种类型的纠纷在法律上适合通过仲裁解决的问题, 而不是当事

人约定何种类型的纠纷适合通过仲裁解决的问题。⑦ 换言之, 可仲裁性问题是法定事项, 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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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等对仲裁范围的限制, 它决定一项争议是否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下文简称 《纽约公约》) 与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下文简称 《示范法》) 均将争议事项可仲裁性问题的判断标准交由各国

自行确定。① 原则上, 仲裁地的法律和规范仲裁协议的法律是在承认和执行阶段之前确定争议是

否具有可仲裁性的最重要根据。 不具有可仲裁性的争议一般包括两类: 一是争议涉及弱方当事人

(比如消费者、 劳动者等), 在此情形下, 法院通常能为弱方当事人提供更多的程序性保护; 二

是争议事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对第三方有重大影响。②

晚近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发展趋势表明, 可仲裁事项范围呈扩张之势, 因为法院有机会在撤

销或执行裁决的环节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 “二次审视”。③ 主流观点认为, 涉及优先适用的强制

性规定的争议并非不可仲裁。④ 经济制裁被公认为属于国际私法意义上的优先适用的强制性规

定, 涉及经济制裁的争议同样也可仲裁。⑤ 在实践中, 法院通常认为, 当事人关于涉及制裁的争

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问题, 应交由仲裁庭处理。 如在 “法国国家航空公司诉阿拉伯利比亚航

空公司” (La Compagnie Nationale Air France v. Libyan Arab Airlines) 案中, 法国国家航空公司认

为, 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采取的国际禁运措施, 合同无法履行并且争议不可仲裁, 进而提

出仲裁管辖异议。 加拿大蒙特利尔高等法院和魁北克上诉法院均认定, 仲裁庭基于当事人之间的

仲裁协议产生, 与制裁相关争议的可仲裁性不应由法院决定, 而应由仲裁庭来处理。⑥ 尽管该案

涉及的是联合国多边制裁而非单边制裁, 但可依此判断, 涉及单边经济制裁的国际商事纠纷同样

具有可仲裁性。 至于因制裁而涉及国家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的问题, 通常由法院在对裁决的撤销

或承认和执行的司法审查环节予以处理。
尽管不少国家的仲裁和司法实践证明, 涉及经济制裁的争议具有可仲裁性, 但由于制裁是带

有一国公共政策意涵的特殊强制性规定, 涉及制裁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 一方当

事人可能声称对争议进行仲裁本身违反了公共政策, 依国内仲裁法应当无效。⑦ 如在 “芬坎蒂里

诉伊朗国防部” (Fincantieri-Cantieri Navali Italiani SpA v. Ministry of Defense, Armament and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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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ate of Iraq) 案中, 瑞士联邦法院裁定仲裁庭对该案享有管辖权后, 意大利籍当事人又在

热那亚初审法院诉请裁定仲裁条款无效。 热那亚初审法院认为, 根据意大利关于对伊朗采取贸易

禁运措施的立法, 该案不具有可仲裁性, 而应由意大利法院管辖。① 可见, 受制裁因素的影响,
不同国家在仲裁协议效力和争议可仲裁性问题上可能呈现不同立场和做法。

二　 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实体问题法律适用的影响

依据各国立法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 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解决争议适用的法律; 在当事人未

选择法律时, 仲裁庭决定纠纷实体事项应适用的法律。② 无论由当事人约定还是仲裁庭确定, 在

案件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上, 仲裁庭首先需要处理单边经济制裁的定性这一先决问题。 关于制裁的

性质, 理论和实践中主要存在 “事实说” 和 “法律说” 两种分析路径。 对此, 仲裁庭享有较大自

由裁量权, 它对单边经济制裁作出不同的定性, 会导致仲裁法律适用和裁决结果产生显著差异。

(一) “事实说” 和 “法律说” 之争

“事实说” 将制裁定性为可能对合同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事实, 其理论基础源于传统的 “公
法禁忌” 理论, 即公法具有属地性, 其效力不应及于域外, 一国不会主动接受或认可他国与主

权行使有关的法律在本国产生效力。③ 裁判者确定制裁是否具有约束力, 通常无需考察其依据的

法律是否具备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只需判断其导致的民事关系变动能否被支配该民事关系的准据

法认可, 特别是是否存在依准据法有效的免责事由。④ 具体而言, 仲裁庭在决定一方当事人根据

禁令而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时, 应当将贸易禁令作为准据法规定下的 “不
可抗力” 事件予以考虑。⑤ 当事人则应承担关于制裁影响履约的举证责任, 证明一方当事人的违

约行为是否符合合同准据法关于不可抗力等免责事由的规定。 例如: 双方签约时是否已经预知,
存在一方被制裁或者如履约则可能受到其他制裁措施影响的风险; 受制裁影响的合同是否完全无

法履行; 是否存在其他替代解决方案等。
随着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日益密切以及公法越来越多地介入私法领域, 理论界开始提出, 相互

合作执行彼此的公法是互利的, “公法禁忌” 可以被打破;⑥ 经由冲突规则指定的外国法, 其适

用不应因其条款所具有的公法性质而受到阻碍, 但需受制于公共政策保留。⑦ 关于制裁定性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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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分析路径由此形成, 即制裁规则可被视为据以确定和调整合同权利义务的法律。 换言之, “法
律说” 认为, 应通过冲突法路径确定准据法, 进而判断制裁措施在个案中的法律效力。 制裁可

能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或冲突法规则成为准据法的一部分, 或者作为仲裁地国、 合同履行地国或

裁决承认和执行地国法律的一部分, 在仲裁法律适用中发挥作用。
目前, 国际司法和仲裁界尚未就制裁的定性达成统一共识。 一些国家传统上将制裁视作事

实。 在国际商会 《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条款 2020》 中, 制裁可被推定为不可抗力事件, 此观点

供国际商事交易主体拟定合同时参考。① 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域外也出现了将制裁规则定性为

法律的司法实践。 如在 2020 年 “拉梅萨投资有限公司诉赛纳吉银行有限公司” (Lamesa Investments
Limited v. Cynergy Bank Limited) 案中, 英国上诉法院即利用欧盟 《关于保护免受第三国所通过

法律的域外适用以及基于此或由此产生的行动影响的第 2271 / 96 号条例》 (下文简称 《欧盟阻断

条例》)② 第 5 条关于禁止遵守附录内外国法律条款的规定表述, 指出 《欧盟阻断条例》 之所以

要阻断美国次级制裁, 就是因为美国制裁措施对欧盟实体施加了 “要求或禁止” 的 “遵守义

务”, 得出了美国次级制裁可以被解释为 “法律上的强制性规范” 的结论。③

下文将通过模拟分析的方式, 比较不同场景下两种制裁定性分析路径对争议实体法律适用可

能产生的影响。

(二) 对 “事实说” 和 “法律说” 的比较分析

1. 场景一 (法的因素): 准据法归属不同国家

在将制裁定性为事实的情形下, 当准据法为制裁发起国法时, 制裁措施与制裁国法律的内

在价值趋于一致, 仲裁庭对制裁措施的认可不存在疑义, 只需根据准据法中的技术性规定来判

断受制裁影响的法律行为效力。 当准据法为受制裁国法时, 制裁措施与准据法国的法律或公共

政策可能截然相反。 这种情况下, 仲裁庭一方面认可了制裁措施作为事实的客观效力, 另一方

面又要适用价值取向相反的受制裁国法来判断受制裁措施影响的违约行为的效力, 本身就存在

法律逻辑矛盾。 这会限缩受制裁国反制裁法的适用空间, 有悖准据法所属国的重大利益及其外

交政策。 当准据法为第三国法时, 如受制裁国采取了反制裁措施, 受制裁国当事人可能面临外

国制裁和本国反制裁的双重约束。 这种情况下, 制裁措施和反制裁措施会被定性为客观存在的

两项事实。 这两项事实彼此联系又互相冲突。 如此一来, 仲裁庭不得不面临依据第三国法对其

做出取舍的两难境地。 可见, 在准据法归属于受制裁国或第三国时, 将制裁定性为事实会使仲

裁员面临法律适用上的逻辑矛盾, 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会降低裁决结果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在将制裁定性为法律的情形下, 首先应当明确, 无论由当事人合意约定还是由仲裁庭确

定, 合同准据法都应整体适用, 具有公法性质或优先适用的强制性规范特征的法律规定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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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在应当适用的合同准据法之外。① 当支配相关民事法律关系的准据法为制裁发起国法时,
制裁措施本身是合同准据法的一部分, 与制裁国法律的内在价值取向一致, 其法律效力将被认

可。 当准据法为受制裁国法时, 制裁措施与受制裁国法律或公共政策相悖。 在这种情况下, 制裁

措施被定性为 (外国) 法律, 为受制裁国提供了以违反本国公共政策为由阻断外国制裁域外适

用或开展反制裁的可能。 当准据法为第三国法时, 制裁措施相对于准据法属于外国法。 适用外国

强制性规定以合同与该外国之间存在充分密切联系为必要条件,② 仲裁庭应依据准据法综合考虑

争议具体情况, 决定是否有必要认可制裁措施的效力。 冲突法是具体实践中协调法律差异、 解决

法律冲突最为中立的方法。③ 无论上述何种情形, 如将制裁定性为法律, 冲突法路径都为仲裁中

的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相对明确、 一致、 中立的标准, 有助于实现裁判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2. 场景二 (人的因素): 仲裁机构、 仲裁员国籍归属不同国家

在将制裁定性为事实的情形下, 当仲裁机构位于制裁发起国或仲裁员为制裁发起国国民时, 制

裁会被认定为具有合理性的事实, 裁决存在支持制裁发起国当事人的可能。 当仲裁机构位于受制裁

国或仲裁员为受制裁国国民时, 受本国被制裁因素或者本国反制裁法的影响, 仲裁员很难认同因制

裁导致的民事关系变动具有合理性, 裁决可能不利于辩称因制裁的 “不可抗力” 导致无法履约的当

事人。 仲裁机构或仲裁员甚至可能因认可制裁措施效力而违反本国公共政策或反制裁法律。 当仲裁

机构位于第三国或仲裁员为第三国国民时, 仲裁员需要考虑是否有落入他国次级制裁的可能。 换言

之, 所有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均须受设立地的法律 (包括关于经济制裁的强制性规定) 管辖,④ 仲裁

员、 律师和仲裁机构的行政人员作为私主体, 也必须遵守其居住国的所有法律, 否则可能面临重

大的行政甚至刑事处罚。⑤ 在判断制裁作为事实是否构成影响履约的不可抗力时, 由于存在较大的

自由裁量空间, 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客观上很难不受仲裁地或其国籍国法律影响而存在特定倾向。
在将制裁定性为法律的情形下, 由于仲裁机构所在地在仲裁中的法律意义并不大,⑥ 仲裁机

构所在地对仲裁法律适用的影响并不明显, 更重要的是制裁措施本身是否符合合同准据法的相关

规定。 同样, 将是否适用制裁的问题交由冲突法规则来解决, 仲裁员的国籍问题等个人因素对有

关争议的法律适用影响有限。 仲裁员的国籍问题更可能成为当事人指定仲裁员时的考虑因素。 换

言之, 仲裁法律适用中与 “人” 有关的不确定因素将大为降低。
3. 将制裁定性为事实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

将制裁定性为事实还可能产生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 当事人滥用不可抗力事由寻求免责。 仲

裁庭面对经济制裁因素和合同履行实际情况的交错, 很难客观、 准确判断当事人是否在签订合同

时已预知制裁风险, 其拒绝履约是因制裁 “不能” 履行还是以制裁为借口 “不想” 履行, 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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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拒绝履行, 最终判断可能陷入 “自由心证”。 这显然难以实现国际私法所

追求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 也不利于国际交易的稳定。 第二, 将制裁定性为事实, 暗含着

对制裁本身效力的默认, 这会与国家反外国制裁立法的意旨相悖, 不利于反制裁目标的实现。
4. 当事人约定排除适用制裁法或反制裁法的情形

意思自治是国际仲裁制度的基石。 与诉讼中法院需要考虑法院地法不同, 仲裁员首要考

虑和受到约束的是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在争议解决过程中, 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选择, 尽量

避免受到特定国家司法机构和法律的影响。 但在涉及一国强制性规范的情况下, 当事人意思

自治并非完全不受限制, 实践中也不可能对抗主权国家的国家意志。 欧盟 《关于合同之债法

律适用的第 593 / 2008 号条例》 (又称 《罗马条例I》)① 第9 条第 2 款规定: “本条例不得限制

法院地优先性强制规则的适用”; 第 21 条规定: “凡依本条例规定所适用的任何国家的法律,
仅在其适用明显地违背法院地的公共政策时, 方可予以拒绝适用。” 换言之, 意思自治的有效

性需要法院认可, 意思自治选法的效力不可凌驾于法院地公共政策之上,② 仲裁中亦然。
尽管现在一些商事合同纳入了制裁条款, 但其本身并不是排除特定制裁法或反制裁法的

法律适用条款, 而是在受制裁影响违约时的免责条款。 对具体制裁法的适用, 应由仲裁员综

合评估相关制裁是否与案件有密切联系, 是否可能导致合同履行困难、 无效或非法, 是否有

损合同履行地国、 仲裁地国或裁决承认和执行法院地国的公共政策等因素后作出决定。

(三) 小结

由上述分析可知, 将制裁视为事实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难以令人满意的路径, 因为这种做法

会迫使仲裁庭机械地认可制裁的效力,③ 不可避免且不当地扩大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 显著降低

仲裁裁决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 可能导致类案不同裁成为常态。 相较而言, 将制裁定性为法律

符合制裁的强制性规范特征, 使涉及制裁的国际商事仲裁案件解决回归国际私法通行路径, 有

利于促进裁判结果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目标的实现。 从国家参与国际政治的需要看, 也有利于国

家掌握反制裁司法适用的主动权, 形成克制、 牵制单边经济制裁无序扩张的国际法律环境。

三　 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程序的影响

仲裁程序中, 单边经济制裁产生的影响几乎覆盖各方、 贯穿全程, 在仲裁机构和仲裁地的选

择、 仲裁员选任、 仲裁费用收付、 相关行政审批等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一) 仲裁机构和仲裁地的选择

仲裁机构和仲裁地的选择对当事人至关重要。 除有特殊约定, 仲裁程序将适用仲裁机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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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仲裁地法律。 以涉及俄罗斯受制裁当事人的争议为例,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 (下文简称 ICC)
等机构 2015 年发布调查报告声明欧盟制裁仅针对特定机构和人员, 并不禁止受制裁方在欧盟仲

裁机构提起仲裁; 仲裁机构对涉及俄罗斯当事人的案件保持公正性和独立性。① 但是, 俄罗斯仲

裁协会 (下文简称 RAA) 2022 年调查显示, 超过 20%的俄罗斯用户反映, 出现因案件涉及制裁

而被仲裁机构拒绝管理或被仲裁庭驳回仲裁请求的情况; 为避免仲裁地法律影响, 亚洲仲裁机构

(如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的仲裁规则和临时仲裁已被俄罗斯当事人认为是

可行选择。②

可见, 尽管仲裁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启动的争议解决方式, 仲裁机构也一直被视为

具有相对超然地位的中立机构, 但随着单边经济制裁影响的扩大, 制裁可能对仲裁机构中

立、 高效、 独立的形象造成潜在伤害。③ 当事人特别是受制裁国当事人开始试图避开位于制裁

发起国的仲裁机构, 选择更加中立、 友好的仲裁地, 以尽量减少制裁对案件的影响。

(二) 仲裁员的选任

仲裁是当事人之间协议的结果, 由当事人信任的人解决争议构成仲裁最基本、 或许是最崇高

的形式要素。④ 当事人在选任仲裁员时, 毫无疑问会审慎考虑仲裁员是否来自制裁发起国或受制

裁国。 仲裁员如果为受制裁对象, 也会引发当事人对仲裁程序合法性和仲裁裁决执行问题的关

注。⑤ 2021 年 5 月, ICC 在一名仲裁员受到制裁后撤销了此前在一起案件中对其的指定。⑥ 同样,
仲裁员也会考量其因参与仲裁而受到制裁的风险。 RAA 调查报告显示, 18% 的受访者反馈, 存

在仲裁员拒绝接受涉及制裁案件的指定或者在仲裁待决期间出现制裁问题后拒绝继续履职的案

例。⑦ 显然, 单边经济制裁增加了当事人的顾虑, 升高了仲裁员等仲裁参与人员的职业风险, 减

损了当事人与仲裁员之间的互信。

(三) 仲裁费用的收付

金融管制是常用的制裁工具。 受其影响, 被制裁方的资金将被冻结, 这可能会使向仲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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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资金更为复杂,① 仲裁费用的收付出现障碍。 在欧盟仲裁机构的努力下, 欧盟先后在其第

269 / 2014 号条例、 第 2022 / 1269 号条例等法律文件中, 将符合一定条件的法律服务费用列为制裁

冻结资金的例外, 将为确保进入成员国司法、 行政或仲裁程序而必要的交易以及为承认或执行在

成员国作出的判决或仲裁裁决而必要的交易纳入制裁豁免范围,② 一定程度支持了涉及制裁案件

的仲裁程序推进。 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下文简称 SCC) 等 7 家欧洲仲裁机构就此联合声

明, 肯定上述措施 “维护了法治, 在当前特别困难的时期确保了各方诉诸司法的机会”。③ 但

RAA 调查仍显示, 38. 5%的用户反映出现仲裁机构 (或其收付款银行) 无法接受受制裁当事人

付款的情况。④ 在其他未出台类似措施的国家和地区, 仲裁程序的启动和推进仍会因金融制裁措

施受阻。

(四) 行政审批程序的增加

由于单边制裁均为限制性或禁止性措施, 制裁发起国对涉及制裁的案件相应设有特殊监管

要求。 如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下文简称 OFAC) 发布的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

员清单 (SDN List) 规定, 除非获得 OFAC 授权许可, 美国国民不得与清单中的个人及实体进

行任何交易。 一些专家将此解释为禁令可能适用于仲裁员和律师。⑤ 在“内华达州联合媒体控股

公司诉福布斯媒体有限责任公司” (United Media Holdings, NV v. Forbes Media, LLC) 案中, 原

告方其中一名乌克兰籍受益人被列入 SDN 清单, 由于 OFAC 未及时颁发关于继续仲裁程序的许

可, 该案多次延宕。⑥ 可见, 即便设有仲裁程序行政许可申请渠道, 但仲裁参与方能否以及多

长时间能获得许可都成为仲裁程序中的不确定因素。 欧盟及其成员国同样在案件管理中增加了

一定的行政程序。⑦ 这意味着, 制裁的特殊性使仲裁参与方面临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和额外的

行政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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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单边经济制裁对裁决承认和执行的影响

一国有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在其管辖范围内执行仲裁裁决的最终权力, 这是公认的规则。①

《纽约公约》 的起草历史表明, 如果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将偏离重大的国内价值或利益, 公约将

给予缔约国国内法院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② 通常认为, 过于宽泛的解释

公共政策会破坏仲裁的终局性和仲裁的目的, 因此应狭义解释公共政策例外。③ 2002 年, 国际法

协会 《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最终报告》 指出, 尽管无法对 “公共政

策” 和 “国际公共政策” 作出精确的定义, 但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标准应为 “国际公共政

策”, 包括: (1) 国家的基本原则, 即那些即便与其不直接相关, 国家也愿意保护的正义和道

德; (2) “直接适用的规则” 或 “公共政策规则”, 即服务于国家的基本政治、 社会、 经济利益

的规则; (3) 国家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所负有的义务。④

为便利仲裁裁决的执行, 许多国家的法院采用了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 而这一概念通常

被认为比国内公共政策更具限制性。⑤ 国际公共政策仅限于国家所关注的基本法律秩序,⑥ 以

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应当是少数、 例外的做法。 如在 “法国索弗雷加兹

公司诉伊朗天然气储存公司” ( Sofregaz v. Iranian Natural Gas Storage Company) 案中, 巴黎上

诉法院分别处理了联合国、 欧盟、 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影响问题。 法院认为, 维护和

(或) 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法国法院在本案中秉持的基本价值, 联合国决议在法国的国际

公共政策位阶无需在技术层面通过法国的管辖确认; 欧盟的制裁有助于维护和 (或) 恢复国

际和平与安全, 并且在法国已 “转化” ( transposed) 为优先适用的强制性规范, 在法国境内

具有完全的约束力; 美国行政机关针对伊朗采取的单边制裁不能被认为是国际共识的表达,
因为法国和欧盟政府都对这些制裁措施的域外效力表示异议, 单边制裁不属于国际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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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① 此外, 在 “国家石油公司诉利比亚太阳石油公司” (National Oil Corp. v. Libyan Sun Oil
Co. ) 案中, 美国法院也进一步指出, “ ‘公共政策’ 与 ‘外交政策’ 不是同义词”, 《纽约公约》
意义上的公共政策不一定是扩张国家政治利益的工具。②

从上述案例看, 法院大多坚守了支持仲裁的立场, 尽量不将本国单边经济制裁泛化地纳入国际

公共政策的范畴, 总体展现了法律理性和谨慎克制的态度, 即便是最主要的制裁发起国———美国亦

为如此。 但要看到, 美国法院这种相对宽容的态度, 与其国家地位和司法环境等因素有关。 首先,
在综合国力、 金融霸权和国际政治实力影响下, 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 特别是次级制裁具有较强的

威慑力, 故无需担心其制裁措施在仲裁机制下被大范围颠覆。 其次, 长期以来美国形成了司法支持

仲裁的氛围, 便利仲裁裁决的执行已经成为其重要的公共政策。③ 但其他国家, 特别是受制裁国未

必有对仲裁如此友好的环境。 国家政治外交的需要是否会长远影响一国法院立场, 仍有待观察。
总之, 单边经济制裁具有政治性、 外交性、 多样性、 复杂性和强制性, 它可能使当事人仲裁

合意难以实现、 程序推进困难, 增加仲裁从业人员的职业风险, 并导致裁决承认和执行受阻。 可

见, 对于仲裁而言, 制裁产生了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 并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代价高昂

且具有破坏性的后果。④

五　 中国推动国际立法减小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影响的必要性

权威调查报告显示, 约 65%的受访者认为 “裁决的可执行性” 和 “可以避开特定的法律制

度或国家法院” 是 “国际仲裁最有价值的特征”。⑤ 从当前实践看, 制裁所产生的法律问题涉及

国内、 区域和国际法律规范之间棘手的互动关系, 彰显了国际争议解决的内在复杂性, 这一问题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更加突出,⑥ 仲裁 “最有价值的特征” 正在弱化。 全球经济的发展需要以稳定

的营商环境为前提, 以稳定的争议解决制度为保障。 面对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侵

蚀, 亟待寻求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尽量管控、 缓冲制裁带来的冲击, 提振国际商事活动主体对

争议解决的信心, 维护商事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 就中国而言, 推动国际立法减小制裁对国际商

事仲裁的影响, 保持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制度的稳定性, 是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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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有益于自身和世界的繁荣发展。 同时, 中国引领国际立法议题, 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发

挥更积极作用, 有利于逐步形成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更好地维护中国利益和推进建

设国际法治。

(一) 国际立法是减小制裁对仲裁影响的可能路径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仲裁实践证明, 制裁与反制裁斗争直接影响了私主体之间国际交易的稳

定, 动摇了当事人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信心。 在国际社会尚无法就单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问题

达成共识的现状下, 不应放任制裁无限制地影响和侵蚀国际商事仲裁这一重要的争议解决制度。
从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现行规则看, 《纽约公约》 和 《示范法》 主要关注点在

于促进仲裁裁决的跨国执行和规范仲裁程序。 当时的立法者难以预料今时单边经济制裁泛滥的场

景, 现行国际立法在应对制裁的冲击时缺乏更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在当前国际环境中, 仅仅

依现行仲裁立法和呼吁各国在单边经济制裁问题上自我约束, 难以有效解决制裁在国际商事仲裁

中产生的问题。 同时, 单边经济制裁是一国以经济方式向他国施压的外交政策工具, 具有天然的

国际性, 它给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带来全面、 复杂的冲击。 仅依靠个别国家国内立法或自我克制,
无力解决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当前面临的问题。

2023 年 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 《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 提出:
“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全球性挑战, 推动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必须承担的共同

任务。”① 加强相关国际立法合作的重点, 并不是针对单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问题形成共识和

规制 (这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几乎没有实现可能), 而是从维护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健康稳定发

展出发, 通过各国共同磋商, 就尊重当事人对涉及制裁争议的仲裁意思自治、 便利仲裁程序的

推进、 保障仲裁员的执业安全、 促进仲裁裁决的执行等问题形成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解决方案,
引导各国形成较为一致的国际仲裁和司法实践, 保障国际商事仲裁的正常运作, 服务国际经贸

合作的深化发展。 在多边机制下就减小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启动国际立法, 符合各国的

长期发展利益, 符合中国坚持践行多边主义的长期立场, 具有可行性和现实必要性。

(二) 维护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健康发展

单边经济制裁中常用的贸易和金融管制等制裁手段, 本质上是通过阻碍、 干扰正常的国际

商业活动, 对经济实力较弱或者对制裁国市场、 贸易、 投资依赖性更强的受制裁国施压, 迫使

其改变本国政策。 尽管单边经济制裁往往难以实现预期政治目的, 但其客观上扰乱了正常的国

际经济合作秩序, 直接影响交易安全和稳定。 有经济学者以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 1960 年至

2016 年之间 158 个国家因受制裁或受制裁威胁而产生的经济变化。 数据显示, 国际制裁对受制

裁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显著, 制裁实施的头两年受制裁国的人均 GDP 下降 2. 82% , 消费增

长减少 0. 75% , 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26. 8% , 跨境贸易减少3. 83% 。② 同时, 制裁也会对制裁国

本身产生不利影响。 只不过经济制裁通常由经济实力较强、 在国际投资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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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起。 这些国家的抗压能力和转移风险能力较强, 能够承担甚至部分化解发起制裁对本国

产生的经济损害。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作为重要的争议解决方式, 体现了契约自由的私法自治原则, 因其公

正、 中立、 高效、 易于执行等优势获得广泛认可。 《纽约公约》 的制定和 20 世纪 80 年代各国

立法在实现仲裁友好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使仲裁程序变得更加灵活自主, 仲裁裁决得以在全球

多数国家获得执行, 仲裁机制在国际商事和投资活动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① 美国最高法院

在 “布莱梅诉扎帕塔案” (The Bremen v. Zapata Off-Shore Co. ) 中曾作出著名论断: “通过一个

事先商定的、 双方都能接受的 ‘法庭’ 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 是国际贸易、 商业和合同中不

可或缺的要素。”② 然而, 单边经济制裁显著增加了仲裁中的不确定性, 动摇了当事人对仲裁机

制的信任, 正在逐步侵蚀国际商事仲裁的制度优势。 长此以往, 仲裁可能将与单边经济制裁一样

呈现复杂混乱的局面, 并进一步反作用于国际交易, 形成不利于国际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的恶性

循环。 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采取必要举措维护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已迫在眉睫。

(三) 遏制单边经济制裁的泛滥

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多项决议, 呼吁各成员国避免实施违反国际法及 《联合国宪章》 的单边

金融、 经济或贸易措施。③ 然而, 联合国关于避免实施单边经济制裁的决议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

约束力, 无法对制裁发起国形成有效制约。 各国为追求其利益仍然实施了各种形式的单边制裁,
将国际关系中的例外情况变成了常规做法。④ 面对单边经济制裁的广泛使用, 特别是美国等国家

次级制裁带来的影响, 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 (比如欧盟) 从单边经济制裁的反对者逐渐转变为

追随者, 单边经济制裁的影响持续扩大。
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确定性, 实质上反映了制裁与仲裁制

度之间的功能和目标冲突。 本质上看, 经济制裁是国家最高政策的体现, 以故意对商业关系形成

干扰的方式达到其目的。⑤ 国际商事仲裁的制度设计则最大限度发挥私法自治中的契约自由原

则, 保障争议解决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 最终目标是促进国际商事争议的顺利解决, 维护国际商

事活动的持续发展。 换言之, 经济制裁总是服务于特定情况下的国家政策需要, 在适用条件上具

有阶段性, 主观上具有故意性, 实施效果上具有破坏性。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则服务于国际经济合

作的需要, 在适用条件上强调普遍性和一致性, 主观上秉持促进争议顺利解决的 “善意”, 实施

效果上追求争议解决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尽管特定的某项制裁措施通常具有阶段性, 制裁发起国一旦达成目标就可能解除制裁, 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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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对国际商事交易主体产生的个案影响已经发生, 受制裁影响而作出的仲裁裁决难以改变。 这显

然很不公平。 如果任由制裁不受控制地影响和冲击仲裁, 仲裁制度的根基将逐渐松动、 瓦解。 通

过国际立法保护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 客观上有助于在争议解决环节对单边经济制裁形成一

定遏制。

(四)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是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美国作为 “规范倡

导者”, 主导着国际贸易法制形成中的话语权, 进而最大化自身利益。① 直至今日, 美国仍然利

用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和金融霸权地位, 将单边经济制裁作为其最重要的非武力外交政策工具。 包

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往往处于被动防御、 应对的境地。 实践证明, 单边经济制裁破坏了国际

经济合作和商事争议解决的多边机制规则。
促进国际规则的平衡发展是大国维护主权、 保护公民和促进全球治理的责任所在。②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推进国际关系

法治化。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国

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③ 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是话语实践和博弈的

产物, 是通过谈判来达成的制度性安排。④ 扩大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在于扩大我们在国际法治特别

是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 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尽快从国际规则的追随者、 参与者逐渐转变为

国际议题的设置者、 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

动辄搞所谓 “单边制裁”, 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⑤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保持全球贸易

秩序稳定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可预测性还有利于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所以, 中国以适当方式率先提出倡议, 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就减小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

裁的影响议题启动国际立法, 既是郑重宣示坚决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单边经济制裁的政治立场, 也

是发挥大国影响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 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六　 启动国际立法的中国方案和制度设计

在 “以和为贵” “合作共赢” “同舟共济” 等优秀传统文化和理念的滋养下, 中国先后提出

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社会发展理念, 这

些理念构成了中国国际法治思想的重要基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成功实践, 也证明中国具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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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担当和能力。 面临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冲击, 中国应当继续在

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法规则的稳定前提下, 积极发挥大国作用, 将中国智慧转变为优化国际

法规则的能力。① 在启动相关国际立法的中国方案中, 中国应当本着实事求是、 寻求共识的原

则, 明确立法目标, 做好制度设计, 同时要注意与现有国际商事仲裁立法的有序衔接。

(一) 立法目标

作为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法治意味着国际社会在法治的原则下运行, 国际社会的格局

以法治的方式形成, 亦即以法律规范为基础构建国际秩序, 以法律规范为依据调整国际秩序, 以

法律规范为指针恢复国际秩序。② 就减小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影响启动国际立

法, 并不是对既有 《纽约公约》 《示范法》 等规则进行颠覆或置换。 这一立法的目标是争取大多

数国家支持, 就当前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出现的, 并且现行国际立法中没有涉及、 无法处理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达成国际共识, 提出一个相对原则且全面的国际解决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传达

避免单边经济制裁扰乱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发展的共同意愿。 最终达成的方案应作为恢复国际

商事仲裁制度正常运作和发展的 “指针”, 完善现行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不足, 维护国际商事仲裁

制度的公正性、 独立性、 可预见性和确定性, 重塑国际商事活动参与者对仲裁制度的信心。
国际条约谈判本质上是博弈和妥协的过程。 要实现这一立法目标, 需要正视当前国际形势和

推动国际立法可能面临的阻碍, 明确这一立法能解决的问题, 对短时间难以解决的问题作出适当

取舍。 前文已详述单边经济制裁显著增加了仲裁程序中的不确定性, 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预计短

期内难以取得共识, 不必强求在方案内加以解决。 一是单边经济制裁的国际合法性问题。 尽管联

合国曾多次以大会决议等方式呼吁有关国家减少或停止违反国际法的单边经济制裁, 但单边经济

制裁的国际合法性问题长期未能达成共识, 制裁和反制裁几成常态。 试图在方案内一揽子解决单

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问题并不现实, 反而会使方案立法目标失焦, 甚至引发主要制裁发起国抵

制, 导致协商破局。 二是关于单边经济制裁的定性问题。 本文对单边经济制裁的定性问题作了较

多探讨, 认为制裁的定性会对法律适用这一核心问题产生复杂影响, 但鉴于制裁定性涉及不同国

家的法律制度、 既有判例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个性化需要, 预计短期内也难以达成共识。
相较而言, 当下更为重要的是尽可能地争取多数国家支持, 尽快地达成国际方案。 方案宜聚

焦于消除单边经济制裁的破坏性影响, 强调保持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独立性、 公正性、 可预见性和

确定性的重要意义, 从有利于各国深化经济合作、 寻求共同发展的角度凝聚国际共识, 针对制裁

所导致的仲裁法律问题达成一揽子解决办法。 具体条文应当具有原则性、 概括性和一定的灵活

性, 以使其可能为不同法系和不同外交政策取向的国家所接受。

(二) 立法主体

启动国际立法的主体需要具有国际法上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联合国贸法会作为联合国下设的

国际贸易法领域专门机构, 无疑是最适当的选择。 联合国贸法会现有 70 个成员国, 以促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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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法的协调统一和减少国际贸易流通障碍为宗旨, 成员构成在地理区域和经济、 法律体系上具

有广泛代表性。①

联合国贸法会下设争议解决工作组 (第二工作组), 重点研究、 解决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

(仲裁和调解) 的最新热点难点问题。 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 贸法会制定了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关于适用 〈纽约公约〉 的指南》 等解释性法规, 促进了 《纽约公约》 等国际商事仲裁领

域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 其制定的 《示范法》 为各国国际商事仲裁立法提供了范本。 按照联

合国贸法会第二工作组惯例, 该组每年举办两次工作会议, 并将在当年三月左右的会议上, 就今

后可能开展的争议解决工作开展专题讨论, 确定后续工作重点。 可见, 由联合国贸法会作为立法

主体, 牵头就涉及制裁的国际仲裁问题协调成员国共同制定完善的国际法规则, 符合其职能, 也

更有利于协调各国开展合作。

(三) 提出立法建议的路径

联合国贸法会关于审议新专题的建议可产生于多种路径, 包括由国家政府直接向委员会提

出、 联合国贸法会与各国际组织磋商产生、 经由专门的学术讨论会和研讨会产生、 因与工作组已

在讨论的主题有关而产生等。 其中, 由国家政府提出提案的方式并不少见。 比如在 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举行的第二工作组第七十五届会议期间, 日本、 瑞士政府分别提交了关于 “评
估数字经济中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 “关于审裁的说明” 等提案, 委员会秘书处就相关议题召开

了专题讨论会。 目前, 联合国贸法会秘书处仍在持续修订相关议题示范条款和指导文本, 并将其

供工作组进一步审议。②

中国是联合国贸法会成员国, 历年均由商务部牵头组织国家政府代表团参会。 中国向联合国

贸法会建议启动相关国际立法的渠道是畅通的。 鉴于涉及单边经济制裁的问题较为复杂, 国际商

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涉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利益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化, 以中国政府的名义

提出提案有极大可能获得联合国贸法会和其他成员国的支持, 是较为适当和可行的路径。

(四) 立法模式选择

在如何实现国际贸易法现代化和协调一致性方面, 联合国贸法会采取了灵活有效的方式, 主

要包括 “立法式” “合同式” 和 “解释式” 三大类方式。③ 具体而言, “立法式” 主要是制定为

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公约、 示范法和示范条款等, 比如 《纽约公约》 和 《示范法》。 但 《纽约公

约》 直接对成员国生效, 《示范法》 则是作为推荐文本经国家通过或转化为国内法后生效。 “合
同式” 一般指为便于合同的签订, 提供标准的条款或规则, 比如当事人可在合同中列入标准的

争议解决条款, 使用联合国贸法会制定的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等国际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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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ide to UNCITRAL Basic facts about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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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第二工作组 (争议解决) 第七十七届会议 (2023 年 2 月 6 日至 10
日, 纽约 ) 工 作 报 告 》, https: / / documents - dds - ny. un. org / doc / UNDOC / GEN / V23 / 010 / 82 / PDF / V2301082. pdf?
OpenElement, 最后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30 日。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 Guide to UNCITRAL - Basic facts about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https: / / uncitral. un. org / sites / uncitral. un. org / files / media - documents / uncitral /
zh / 12 - 57490 - guide - to - uncitral - c. pdf (last visited 30 October 2023).



争议解决程序规则。 “解释式” 是指在重新制定一套规则不可行或不必要时, 以拟定法律指南、
说明等方式, 对一些问题作出指导、 说明或解释, 比如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国际补

偿贸易交易的法律指南》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安排仲裁程序的说明》 等。
拟议方案的立法目的, 是针对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造成的影响, 达成较为全面

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结合联合国贸法会通常采取的立法模式, 拟议方案以采取 “立法式” 或

“解释式” 为宜。 最优方案是采取 “立法式”, 即经各成员国磋商, 制定关于减小制裁对国际商

事仲裁影响的国际公约, 针对国际商事仲裁中因制裁所引发的各方面问题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
制定一项全新的、 反映成员国共识的, 能够较为全面处理商事仲裁因制裁影响而产生的实际问题

的国际立法。 但是, 国际公约的起草往往涉及立场不同的各成员国之间的博弈, 耗时长, 难度

大。 次优方案是采取 “解释式”。 鉴于 《示范法》 是针对仲裁全流程制定的法律文本, 可以 《示
范法》 为基础, 由联合国贸法会发布指南、 建议等解释性法规, 就单边经济制裁已经或可能产

生的仲裁协议效力、 仲裁程序的组织、 仲裁费用的收付、 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中立性、 仲裁裁决

的跨境承认和执行等问题提出原则共识和指引性意见。 这一方案以已经被广泛使用、 借鉴的

《示范法》 为基础, 国际协调难度相对较小。 但是, 《示范法》 与国际公约不同, 其目的是通过

提供示范文本的方式, 帮助各国开展仲裁程序法律的改革并推进国家仲裁立法的现代化。 因此,
《示范法》 本身及相关的指南、 建议等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 需要经由相关国家引用、 借

鉴等方式转化生效。
在单边经济制裁的适用愈加频繁的国际形势下, 就减小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

影响形成解决方案, 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利益, 对此应当加快推进。 虽然上述两种方式各有不

足, 但无论以哪一种方式达成, 都将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重要制度性成果。

(五) 拟议案文主要内容

如前文所述, 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产生了诸如仲裁协议效力不确定、 仲裁机构和

仲裁员面临特殊风险和额外义务、 法律服务费用的收付障碍、 特殊的行政审批要求、 公共政策的

适用等一系列问题。 采取 “立法式” 或 “解释式” 启动相关国际立法, 在具体条文设计上会各

有侧重, 但宗旨都是尽量减小制裁对国际仲裁制度的影响, 维护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 鉴于此,
本文以争取最优方案, 即制定关于减小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影响的国际公约为目标, 讨论拟议方

案主要内容。 相关案文至少应包括以下主旨。
1. 强调维护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的重要意义

案文建议: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以其特有的独立性、 公正性等优势获得国际社会和国际商事

活动参与者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各成员国认识到,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稳定发展对国际商事秩序

和国际经济合作至关重要。 在单边经济制裁作为国家外交政策工具被广泛采用的情势下, 为保持

良好、 有序、 可预期的国际商事活动环境, 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 各成员国应共同努力, 保

持克制, 将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公约旨在针

对当前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在单边经济制裁和反制裁影响下产生的实际问题, 提出指引和解决方

案。 现行国际商事仲裁公约、 文件等仍应在各自领域, 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一项新的国际立法, 有必要在其前言或其他适当位置阐明立法的目的以及公约与国际商

事仲裁领域现有立法的关系, 强调减小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影响对促进国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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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事争议解决的重要意义。 这本身将对日益泛滥的单边经济制裁及其负面影响形成一定遏制。
2. 确认单边经济制裁不应影响基础交易协议中仲裁条款的有效性

案文建议: “单边经济制裁不应影响基础交易协议中仲裁条款的有效性。 当事人选择以仲裁

方式解决争议的意思自治权应当受到保障, 仲裁庭依据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或条款享有对案件

的管辖权。”
如前所述, 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重要体现, 也是商事仲裁制度赖以存在的根本。 因此, 有

必要以国际立法的方式明确,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 基础交易协

议中的仲裁协议效力和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不应受到单边经济制裁的影响。
3. 便利仲裁程序的推进

案文建议: “成员国应当为受制裁影响的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顺利推进提供便利; 该等便利

包括但不限于仲裁员选任、 仲裁及律师费用的收付、 开庭、 证据开示及证人出庭等。”
尽管美国、 欧盟等主要制裁发起方并不禁止涉及制裁的争议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但基于制裁

措施中的交易和资金使用等禁令, 仲裁程序参与方需要就参与仲裁、 费用支付等问题申请当局许

可, 仲裁员可能也将面临更多信息披露要求。 这些特殊的行政审批不仅将使得仲裁程序的推进面

临不确定性, 客观上也必然使仲裁程序延宕、 成本增加, 减损仲裁的中立、 高效、 保密性强等制

度优势。 保障受制裁影响的合同当事人享有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权利和与之相关的法律服务, 是

仲裁作为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应有之义。 将制裁国对受制裁方的经济和金融禁令扩张至争议解决

领域, 本身并不具有合理性, 也不利于商事争议的解决。 通过国际立法, 约束成员国, 将与仲裁

相关的法律行为排除在制裁禁令之外, 或明确成员国应当对仲裁提供程序性便利, 将有效减小制

裁对仲裁程序的影响, 有利于保障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独立运作和正常发展。
4. 对仲裁参与方的保护与约束

案文建议: “仲裁机构、 仲裁员、 律师、 证人等参与受制裁影响案件仲裁程序的行为属于促

进争议解决而提供的必要的法律服务。 成员国在采取单边经济制裁措施或者阻断措施时, 应当尽

量避免对上述仲裁参与方的正当行为形成干预或负面影响。 不应仅因仲裁参与方参与涉及制裁争

议的仲裁程序法律行为, 而使其面临被列入制裁清单或受到处罚的风险。 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应当

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 不得因单边经济制裁措施的存在而对当事人抱有偏见, 不因个人政治立场

或所属国外交政策而影响其在案件中的独立判断。”
实践中, 受制裁措施影响, 仲裁机构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度

降低, 仲裁员出于对落入制裁清单的顾虑拒绝接受委托的案例时有发生。 就国际商事仲裁发

展而言, 当事人对仲裁制度的信任和信心至关重要。 将对仲裁参与方的约束和保障纳入国际

立法, 能有效消除仲裁参与方的顾虑, 保障仲裁程序的正常推进, 促进国际商事争议的顺利

解决。
5. 审慎适用公共政策保留

案文建议: “各国拥有确定本国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 同时, 支持仲裁和便利国际仲裁裁

决获得承认和执行的原则亦不应受到影响。 本着促进争议解决的目标, 在拒绝承认和执行涉及外

国单边经济制裁的仲裁裁决问题上, 各国应审慎运用公共政策保留。”
《纽约公约》 允许成员国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作出公共政策保留, 并且将对公共政

策的解释交由成员国自行处理。 从理论和国际司法审查实践看, 对公共政策作限制性解释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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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和立场。 尽管如此, 由于制裁措施具有强制性规范和国家外交工具的特征, 对制裁措施的

解释往往很难与一国公共政策相区隔。 在制裁与反制裁持续相互影响的国际环境中, 存在一国法

院为应对外国制裁而扩大适用公共政策保留的可能性。 如果国家竞相适用公共政策保留拒绝承认

外国仲裁裁决,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将受到巨大冲击。 虽然对公共政策作出国际广泛认可的定义极

其困难, 但通过国际立法呼吁和约束各国在涉及单边经济制裁的问题上审慎适用公共政策保留,
仍能发挥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

6. 对仲裁机构的建议

案文建议: “成员国的仲裁机构可以针对涉及单边经济制裁的仲裁案件制定特别规则, 或以

其他适宜的方式提供更加明确的程序指引, 为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争议提供便利和保障。”
仲裁机构考量涉及制裁案件的特殊性, 提供更具有针对性和更加完善的服务或指引, 一般为

仲裁机构的主动作为, 本身并不宜作为一项强制性要求。 实践中, 一些仲裁机构已经采取了类似

措施, 比如 LCIA、 ICC、 SCC 等仲裁机构均声明, 可以通过增加若干行政步骤的方式协助当事人

遵守欧盟法律规定; 建议当事人在提交仲裁申请之前, 主动向仲裁机构披露与制裁相关的信息,
仲裁机构将协助当事人与相关政府部门开展沟通。① 这些举措将为当事人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提

供帮助。 方案可以将其作为一项开放性条款, 通过比较原则的措辞, 引导和鼓励仲裁机构采取适

当措施, 以顺利推进仲裁程序。
总之, 无论采取何种立法方式, 针对国际商事仲裁中涉及单边经济制裁问题启动国际立法必

要且可行。 作为联合国成员国、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贸法会成员国, 中国应当积极

参与国际法的创制和修改, 合理应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在国际立法、 解释和适用过程中

掌握更多的话语权。② 中国应在适当时机尽快提出立法建议, 在联合国贸法会立法框架下启动专

题讨论, 争取就如何减小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问题达成原则性共识, 制定具有可

操作性的国际性法律文件, 维护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正常发展, 发挥其在保障国际法律和政治秩

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七　 结语

制裁和反制裁是政治竞争的产物。 在有关规制单边制裁的立法尚处缺位的情况下, 这一领域

的法律仍将处于失序状态, 并对国际秩序构成持续性破坏。③ 然而, 国际贸易和国际商业关系需

要可预测的法律规则, 包括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④ 实践证明, 尽管受到经济制裁的干扰, 国际

商事仲裁仍然是解决国际商业和投资纠纷的有效机制。 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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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国际仲裁制度这一相对中立和公平的争议解决制度作为保障。 在复杂的政治竞争趋于稳定之

前, 制裁和反制裁对国际仲裁的影响持续而长久。
从当前国际形势看, 国际法短期内难以有效约束国家采取单边经济制裁措施的行为。 由

联合国贸法会牵头, 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争取就减小单边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

发展的影响启动国际立法, 有利于在单边经济制裁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中寻求争议解决的确

定性, 提升国际商事主体对仲裁制度的信心, 也有利于加强国际社会凝聚反对单边经济制裁

的共识。 中国政府率先就这一议题提出方案, 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和长期利益, 彰显中国坚

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坚定立场, 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必然要求。

International Solutions to Curb the Impact of Un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uo Zhengxin and Chen Jing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as shown that, widespread use of
un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directly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triggers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and also gives rise to greater uncertainty on
the validity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 application of the law, carrying out of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and
matters such as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The inherent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ystem, such as showing full respect for party autonomy, high
efficiency,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and enforceability of arbitral awards, have been eroded.
Un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are, by nature, international. Relying solely on national self-restraint and
domestic legislation cannot fundamentally reduce the sanction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ystem. Current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egislation also lacks targeted
measures.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enhanced cooperation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nitiate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n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practices, it is a feasible way to suggest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to take the lead in initiating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The Chinese approach of
initiating relevant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its
capacity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t is also a crucial practice in upholding genuine
multilateralism and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Un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Chines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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